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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社會衝突性
議題的傳播─以國內四起環境維權事件
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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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選取國內的四起環境衝突性事件為分析案例，從社會資本理

論的視角切入，考察社會衝突性議題傳播的邏輯機制。基於中國的本

土經驗，我們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

資本」。制度性資本與非制度性資本的運作基礎是分裂的威權主義政

體，其間條條塊塊的矛盾為兩種社會資本的運作提供了空間。從總體

上看，制度性資本對於傳播發揮着關鍵性作用，它是阻礙衝突性議題

傳播的主導性力量。但它也能夠以行政層面的「上級壓力」、合法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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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的官方話語等方式讓媒體的報導規避風險，並可能促使議題衝破

地域性的限制，形成全國性的輿論，進而促進事件的解決。非制度性

社會資本以社會空間中非結構化的關係網絡為運作形式，以政體的內

部分裂、社會空間的釋放、媒體專業主義取向等為運作基礎。在制度

性資本匱乏的情況下，公眾如果能夠擁有足夠強大的非制度性資本和

有效的策略，能夠連結到制度性資本，也可能爭取到縫隙間的傳播機

會。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大陸新聞專業主義的權宜性和「碎片

化」。

關鍵詞：制度性社會資本、非制度性社會資本、衝突性議題、縫隙間

的傳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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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environmental ev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regard to the logic 

mechanism of social issues’ media cover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We divide social capital into “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non-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own experiences. In 

gener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which dominates the obstruction of conflict issues’ 

exposur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media coverage. However, institutional capital is 

also able to prevent risks for media reports by using the so-called higher 

authorities’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the official discourse in a 

legality sense, etc., and possibly assists the issues breaking through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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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s and molding public opinion, which will finally lead to the settling 

down of events. On the other hand, non-institutional capital operates through 

unstructured relationship networks in social space, and is based on disruption 

within the regime, the release of social space,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rientation of the media, etc. In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if non-

institutional capital public by the possessed was powerful enough, and their 

strategies could effectively link to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y would be able to 

gain media exposure. This explains the expedienc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to a large extent.

Keywords: 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 non-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 conflict 

issues, media coverage, opportunities in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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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社會轉型，由於是在政黨主導、政體連續性

背景下展開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的，必然造成政治改革的滯後

性。在經濟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層和結構斷

裂（孫立平，2004； 2006a）。公眾對政治參與的渴望不能得到國家層面

的回應， 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衝突（于建嶸，2006； 2008； 2009a； 

2009b； 2009c；孫立平，2006b； 2008a； 2009）。社會衝突性事件頻發

已是當前中國不可迴避的現象。根據達仁道夫（Dahrendorf，1990／ 榮

遠譯，2000）的界定，廣義的現代社會衝突 (social conflict)指有明顯相

互抵觸的社會力量間的爭奪、競爭、爭執與緊張狀態，包括了「從差異

到戰爭這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社會秩序的非和諧狀態」（陳曉雲、吳寧，

2004）。本研究即採納廣義的社會衝突觀，凡由制度、政策引起的社會

的對立與緊張狀態皆屬考察範圍。

在諸種社會衝突領域中，環境危機、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的管理體

制、腐敗和地方治理危機、貧富兩極分化和福利不足等，已成為誘發

當代中國社會中群體性行動的最主要因素（劉能，2008）。這些社會衝

突事件有着相對統一的旨趣，即爭取民權，並且一般體現為普通公眾

與強勢階層的利益衝突，學者稱之為「新民權運動」（孫瑋，2008）或「新

社會運動」。在各類社會衝突中，環境衝突是其中最普遍、社會波及面

最大的群體性抗爭行動。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官方話語主導下，經

濟績效成為官員升遷的重要考量因素，地方政府為了取悅於這種獎勵

機制，不斷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逐最大化最快速的經濟利益，很多

地方形成了以地方當局為核心的地方性「增長機器」（石發勇，2005）。

相對於這種由政府和商業組織結成的強大聯盟，公眾的抗爭資本非常

弱小，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的報導往往成為決定公眾抗爭效果的重要

力量，因為大眾媒介有助於實現社會運動的組織目標，如吸引社會關

注、爭取參與者、獲得公眾對於運動基本理念的認知和贊同、形成有

利的社會輿論、進行資源動員等（孫瑋，2008）。可以說，在其他的制

度性表達管道不暢的情勢下，大眾傳媒是中國社會體制性利益表達管

道中最重要的一環，其對衝突性事件關注與否、如何關注等都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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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性事件能否轉化為公共性議題。而在衝突性事件往媒介議題轉化

的過程背後，則是各種權力的博弈。

然而，媒介近用權的不平等是中國社會的嚴重不公之一。衝突性

事件因涉及到不同群體的利益，傳播機會的競爭非常激烈，且這種爭

奪深深地嵌入在國家─社會的複雜關聯式結構中。傳媒如何反映社會

衝突，體現着媒體與政府、利益集團、公眾的關係狀態，反映了整個

社會權力結構的狀況。（夏、張，2007）由於改革是在政體連續性背景

下展開的，政治資本始終保持着強勢地位，即使在市場機制已成為社

會中佔主導地位的整合機制的情況下，政治資本依然保持着對其他類

型資本的操控能力，在這種情境下，不同類型的資本難以獨立存在。

社會資本之間通過權力的運作相互勾連、轉換，而呈現出「總體不分

化」的形態，在權力結構中便形成了掌握着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

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孫立平，2002b； 2002c），也即強勢群

體。這導致：一方面，改革使「社會」逐漸從國家權威控制和滲透中釋

放出來，獲得了部分相對自治的領域；另一方面，「國家」仍然能夠把

控主導性權力，通過行政、法律、獎懲體系等方式對社會實行全面控

制。因此，民眾的行動力和利益表達空間被「國家」大大地壓縮在其可

容忍的範圍內。

傳播結構深嵌在這種國家─社會關係中，強勢群體利用體制優

勢，佔據傳播資源，遮蔽公眾話語，阻礙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在

「黨管媒體」的制度下，新聞媒介如何處理一元化意識形態與多元利益

表達之矛盾，是當前的主要傳播問題。相關研究已經證明，主流媒體

的新聞常規契合體制的需要，媒體在選擇訊息源時有明確偏向，黨政

信源和其他擁有較多社會資本者高度壟斷，從而導致社會衝突被遮蔽

或以「正面報導」的方式傳播（夏、張，2007；晁成婷，2002）。同時，

就意識形態控制而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理念下，社會衝突性

事件因為具有政治敏感性，媒體對衝突性事件的報導須要承擔更多風

險，1 這更決定了公眾獲得傳播機會的艱難。從經驗性觀察來看，近年

來環境衝突性事件雖屢屢發生，但能夠被傳統主流媒體報導的只是極

少數。影響衝突性事件獲得傳播機會的重要因素便是社會資本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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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衝突各方能否通過各種社會資本的連結而進入體制性的表達管

道，進而獲得媒體的傳播機會。

近年來，不斷地有衝突性事件在體制的縫隙間被媒體報導，引起

社會矚目，成為推動衝突性事件解決的關鍵環節。這是誘發本文作者

研究興趣的經驗事實。本文意在探討在當前中國的制度場景下社會衝

突性議題傳播的邏輯機制。同時，以衝突性議題為切入點進行傳播社

會學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和詮釋大陸傳媒在國家與社會空間中的運

作邏輯、傳播結構中制度力量與非制度性力量的博弈關係、中國式的

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等問題都具有意義。

本文以社會資本作為分析工具，是基於兩個考量：一是因為社會

資本是衝突性議題傳播的關鍵變數；二是因為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可

以彌合結構與行動之間的斷裂，連結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層面的過程

與機制，這正適合描摹和揭示當前中國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實踐

中，制度性因素與非制度性因素混雜的運作邏輯。

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傳播結構

「社會資本」概念是過去二十多年裏社會科學界的研究熱點和重要

分析工具，被用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用以分析制度與

政治參與、團體規範、個體資源以及社會不平等 (Lin, Cook, Burt, 2001; 

Cleaver, 2005; Poortinga, 2006)。布爾迪厄 (Bourdieu, Pierre)首先開啟了

社會資本的研究，他將社會空間的各個市場中競爭的資本劃分為四大

類：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徵性資本，並把社會資本界

定為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資源 (Bourdieu, 1986)。布爾迪厄的「社會資

本」概念具有工具性的特徵，他從階級觀點出發，把社會資本界定為

「通過體制化的網絡」的佔有而獲取的資源的集合，社會資本蘊含在團

體成員的身份中（林南，2005；劉少傑，2004）。西方學者繼承了布爾

迪厄關於社會資本具有資源性質的論述，但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資本

進行探討，大體沿着個體層次和群體層次兩條路徑 (Poortinga, 2006)。

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討論為了在目的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個人如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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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分析的焦點是個人如何在社會關

係中投資？為了獲得回報，如何獲取嵌入在網絡中的社會資源？群體

層次的社會資本討論某些群體如何發展並或多或少地維持作為集體財

產的社會資本？集體財產如何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機會？布爾迪厄、

科爾曼 (Coleman, James)、帕特南 (Putnam, 2001; 2000)、Ross及Avis 

(1998)、Costa、Frankema及Jong (2009)、lyon (2000) 等對這個視角進行

了大量研究。其中，普特南將規則、規範、信任以及公約等納入社會

資本的範疇（Putnam, 1993；周長城，2005）。 

林南從個體行動與社會結構的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研究，社會

資本被定義為嵌入在個人社會關係網絡中的資源，這種資源能夠通過

關係的連結而獲得和動員（林南，2005），資源可以是財富、地位和權

力 (lai, lin &  leung, 1998)，這些資源並不一定屬於個體本身，它可以

通過個體的關係網絡（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而被佔有。科爾曼從功能

主義的角度指出了社會資本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以及實現目標的工具

性意義，對於科爾曼而言，社會資本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是

屬於看不見的資源，能夠為人們的行動提供便利和推動目標的實現

(Coleman, 1988)。相關的研究已經證明了社會資本的資源性以及生產

性，比如林南等學者對於社會資源與個體地位獲得之關係的研究 (lin, 

1981; lai, lin, leung, 1998)，有研究也證明了社會資本對個體收入有着

顯著的影響 (Boxman, Graaf & Flap, 1991)，還有研究證明擁有多樣化的

關係網絡更容易通過關係的連結而租賃到房子 (Röper, Völker & Flap, 

2009)。自1990年代起，大陸學界開始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理論，

它被用來分析公共參與、社會救助、經濟發展等問題（李路路，1995；

陳健民、丘海雄，1999；李惠斌，2000；卜長莉，2001），以及社會資

本在個人求職、下崗再就業、職業流動、災後恢復等方面所起到的推

動作用（邊燕傑，1999；趙延東，2000；邊燕傑、張文宏，2001；張繼

焦，2006；趙延東，2002； 2006； 2007）。這些研究成果都證實了西方

理論所認為的社會資本所具有的資源性質，即社會資本具有關係性、

動態性和生產性的特點，個體能夠通過關係網絡的建構和使用來獲取

資源（包含物質資源和資訊資源），同時國家的制度規範對於個體的關

係網絡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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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對於個體財富、地位和權力的獲得具有重要意義，但不

同的個體和群體在社會資本擁有量和獲取能力上是不平等的 (lin, 

2000)，某些個體或者群體可能優先佔據了關係網絡中的顯著位置，其

他關係網絡都必須通過這個位置的中介作用才能建立 (Burt, Jannotta, 

Mahoney, 1998)，這些佔據了顯著位置的個體或群體擁有更多的社會資

源。這種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又會帶來財富、地位和權力的不平等。所

以，社會資本理論是被用作解釋和分析社會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儘管社會資本的研究循着不同的理論路徑，但它們有着相同的理

論內核，即探討社會紐帶的連接方式（翟學偉，2009a），社會資本的實

質性內涵均指向其資源性、工具性和生產性。林南強調，社會資本必

須置於資源、關係和行動的關聯中（林南，2005： 28）。社會資本作為

一個在理論中產生的概念，應該在社會網絡背景中考慮：作為通過佔

據戰略網絡位置 (location)和／或重要組織位置 (position)的社會關係而

獲取的資源。因此，社會資本概念具有貫穿性，可用於分析從宏觀到

微觀的行動 (Granovetter, 1973)。而且，由於社會資本聚焦於行動，是

「為了工具性行動而被獲取和動員」的資源，社會資本概念能夠突破靜

態的結構／制度分析，而關注現實中靈動、多元的實踐形態，對於分析

社會變遷與制度變遷具有意義。

社會資本是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的，但是在一個社會中，甚麼可以

成為社會資本、哪些人佔據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如何獲取、轉換和運

作，則是嵌入在宏觀結構中的。所以，在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下，

社會資本會呈現出不同的樣式和運作方式。我們須將社會資本放置在

具體的國家─社會關係的場景下，才能把握社會資本的實質性意義。

在本文中，我們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

資本」，正是基於中國垂直而分裂的威權主義國家─社會關係結構以及

所要研究的傳播問題。2

在由國家所主導的社會轉型進程中，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

了變化，「社會」逐漸從國家權威的控制和滲透中釋放出來，獲得了部分

的相對自治領域，並部分擁有了此前完全由國家所掌控的一些資源，一

些社會領域還擁有了自身的專業規範。但中國的改革具有特殊的邏輯和

機制，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導致國家對社會依然有掌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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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2002b； 2002c），依然是一種「壓力型政體」（榮敬本、崔之

元，1998）。而中國的威權主義政體並非一種同質的 (homogeneous)、鐵板

一塊的威權主義政體，而是一種分散的或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 (frag-

mented authoritarianism)，也有學者稱之為「蜂窩狀組織」(honeycomb-

structure)和「碎片化的威權政體」(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Shue, 

1988; Oi, 1999；轉自沈榮華、王擴建，2011）。在這種政體中，有不同

的行動者（中央政府、省、地方政府、軍隊、新興的社會階層、新興

的社會組織、公眾輿論等 )對政治產生影響，這種政治體制並非一個

同質的，而是一個多樣化的實體（湯瑪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2005)，其內在矛盾包括上下級矛盾、條條矛盾、塊塊矛盾以及條塊矛

盾，下級政府能夠與上級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等 (Lieberthal & Lampton，

1992，轉自石發勇，2005；應星，2001：18)，在條塊分割的體制下，

國家管理體制同時存在「條」的分散性和「塊」的分散性。體制內的雙重

分散性，使得權力關係在任何狀態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林尚立，

2001），為各種「非正式運作」提供了空間。

這些體制特殊性塑造了中國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即國家依然掌

握着主導性的權力，能夠通過法律、行政、獎懲體系等方式對社會進行

全面控制，但同時威權主義的政體面臨着合法性危機，意識形態宣傳越

來越難以對社會產生強有力的整合作用，國家權威與社會認可之間出現

了斷裂。因此，諸種因素共同塑造了國家與社會之間依附與反抗、統

合與分裂等複雜的關係（孫立平、晉軍等，1999）。黨政系統將權力滲

透進新形成的社會空間和社會群體之中，正重構着國家對社會的支配系

統（陳映芳，2006）；與此同時，政體的分裂導致一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

及具有統合性的價值體系的缺失，和社會生活的無規則（孫立平，1994）

或者說是缺乏主導性的規則（張靜，2003），由此造成了各種非正式、

「變通」的制度運作方式（孫立平、郭于華，2010；應星，2001： 28； 

2009；孫立平，2002a），以及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非常規行動（張兆

曙，2008）、在國家底線控制的夾縫中生存的非正式政治策略（張緊跟、

莊文嘉，2008），個體行動與制度之間出現「脫耦」的狀況（邁耶，羅恩

[John Meyer, Brian Rowan]，2008），這些構成了「非正式科層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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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領域」（李友梅等，2008：4），即權力關係無處不在，以及其中的

人們擴展自主性空間的行動無時不有（熊萬勝，2009）。社會力量正在

以各種微觀的、逐步的、非正式運作的方式實現着對國家權力的反抗，

這成為轉型期中國式制度變遷的重要實踐途徑。

這種非正式的運作方式主要有兩個維度，其一為「自下而上」經過

「變通」而形成的新制度以及制度在自上而下推廣中的「通變」（制度與

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1997；孫立平、郭于華，2010；應星，2001；

劉玉照、田青，2009），這一維度是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進行的，它能夠

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促使新制度的形成；其二則為各種社會規範、行

業規範、關係網絡等對制度權力進行影響，促成制度在微觀層次的非

正式運作，進而實現權力的再生產。最典型的是在傳統人情社會往現

代契約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關係」運作，這是存在於社會空間裏的重要

運作方式。中國「關係」的運作不同於西方社會資本研究中的「關係網

絡」（翟學偉，2007； 2009a； 2009b），對於西方而言，「關係網絡」層

面的社會資本更多地是指關係規範，而中國的「關係」運作則是一種動

態的權力生產過程，拉關係者可以通過個人關係網絡的運作來獲得不

屬於他的權威和權力（翟學偉，2002； 2004；黃光國，2005； 2006），

其運作方式是與社會規範結構相權宜的產物，一種同社會結構相變通

或相權衡的行為方式，這是我們進行社會資本或人際傳播研究應有的

本土視角（翟學偉，1999； 2008）。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特殊關係以及制度的正式運作與非正式運

作方式並存的格局，塑造了傳播場域的生態或者說傳播結構。媒體受

到國家制度的強有力控制，而與此同時，社會空間的逐步解放也在一

定程度上與國家制度性力量進行博弈，通過各種「關係網絡」、個體和

群體行動等非正式運作，與國家權威爭奪傳播資源。媒體自身的新聞

專業主義實踐也在分裂的制度結構以及各種非制度權力的縫隙中運

作，形成了被稱為「碎片化」（陸曄、潘忠黨，2002）的新聞專業主義特

徵。鑒於制度結構在傳播結構塑造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以及非正

式因素以各種方式所形成的與制度結構之間的複雜博弈，我們將新聞

傳播中的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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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中國本土經驗和現實語境的。

所謂制度性社會資本，是指被結構化的、依託於國家權力的正式

運作而發揮作用的資源，如國家和地方正式制度中的規則、程式和機

構等。規則和程式能夠以國家權力保障的方式塑造衝突性議題的傳播

形態，主導着衝突性議題的傳播；機構則是制度性規則的載體，比如

地區和全國的「兩會」等，一些衝突性議題能夠通過這些管道而得到傳

播。而「非制度性社會資本」是指沒有被制度化和結構化的社會資源，

如私人關係網絡、行業規範、個人身份等。西方學者從「國家與社會」

關係出發對社會資本所做的劃分，偏重於國家與社會層面的規範，這

符合西方具有規則性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但當前中國由於缺乏霸權性

的意識形態（林芬、趙鼎新，2008），且由於長期以來國家治理中的實

質理性化程度較低而導致缺乏規則性，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更多地是在

動態的實踐建構中（孫立平，2002a； 2002b； 2010）。在本土語境下，

制度性社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內涵主要是指權力的生產與再

生產，這一過程雖然以制度正式運作的方式為主，但制度的非正式運

作以及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運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這一劃分包含了

微觀層次的公民行動以及宏觀層次的結構因素。個體或群體行動者能

夠以關係網絡等社會資本在政體的縫隙間促成媒體專業主義的實踐運

作。此外，兩種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並不像西方那樣具有規則的涇渭

分明，而是具有基於個體、組織實踐的動態建構性。本文探討制度性

社會資本和非制度性社會資本在社會衝突性議題傳播中的運作邏輯，

由此切入，我們可以透視當前國內真實、靈動的傳媒制度景況。基於

本研究的主旨，本文將「媒體」暫限定為傳統媒體。

四個案例概述3

基於本文的研究旨趣，我們選擇了近幾年發生在北京、廣州、廈

門的四起環境衝突性事件作為研究案例。這些案例都是公眾利益與政

府利益和廠商利益的衝突，具有典型性。我們對這四個案例以實地調

查、深度訪談的方式，追蹤事件的詳細過程，試圖從中發現制度性社

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資本在其傳播中起作用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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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民反PX專案行動

從2006年5月開始，由於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廈門海滄區「未來海

岸」社區居民展開始維權行動，打市長熱線、找環保局、上訪、投訴、

網絡發帖，甚至給總理寫過信，給焦點訪談打過電話。但政府部門互

相推諉，上訪信有去無回。

廈門公眾反對PX專案的聲音能夠進入媒介視野，獲得傳播機會，

是由於2007年3月全國「兩會」上，一份由105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的

出現。對於廈門行動者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外部政治機會，它使廈

門反對者的聲音不僅跳脫了地方政府的權力網絡和本地媒體的話語控

制，獲得更高更權威的公共話語平台，而且獲得了一條重要的合法性

表達通道。105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其中包括多名科學院院士，這本

身就是中國政治生態中不同尋常的事件，被稱為「2007年1號提案」。 3

月19日，《中國經營報》首次報導了這個「1號提案」，披露了廈門PX項

目的環境風險，但並未產生輿論壓力。《中國青年報》、《鳳凰週刊》、

《南方都市報》、《瞭望東方週刊》等媒體紛紛跟進報導。外地媒體的報

導與披露，激起了廈門市民對PX專案環境風險的強烈不安和對政府決

策程式的不滿。從2007年5月開始，廈門市民之間開始互傳短訊，將

PX專案比喻為「原子彈」，將引發「胎兒畸形」、白血病等嚴重健康風

險，該短訊呼籲人們迅速行動起來抵制PX項目。2007年6月1日至2

日，廈門爆發「散步」風波，震驚官方高層，但「散步」行動只在網絡傳

播，並未獲得傳統媒體報導。在輿論壓力下，其後半年，廈門PX專案

進入重新規劃環評和公眾參與階段，國內各類媒體，包括市場化媒

體、專業主義傾向媒體以及各地黨政機關媒體都對這一事件做了跟蹤

報導。同時，國內各類媒體的評論員、專欄撰稿人也紛紛聚焦於此。

廈門反PX事件至此已擴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全國性媒介議題。媒體的廣

泛參與、廈門人的行動最終推動了PX專案搬遷至漳州。此後，漳州也

進行了激烈的反PX項目行動，但由於官方的壓制，和缺少精英的支

持，未獲傳統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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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沙反石化專案行動

廣州南沙石化項目是中石化公司和科威特石油公司聯合體，按股

比50：50合資建設，項目總投資逾600億元（90億美元），建成後在上

游形成1,500萬噸煉油能力，下游主要年產100萬噸乙烯和其他精細化

工產品。廣東省政府和科威特方面於2005年簽署了合資備忘錄，並在

2006年獲得了國家發改委開具的「路條」：允許開展環評等前期工作。

從該石化專案確定之後，就不斷遭到體制內部瞭解該專案詳情的人士

質疑環保問題。其中爭議最大的是南沙區發展規劃環評報告。該報告

前兩輪的調研一直是由熟悉南沙情況的廣州市環境科學研究所負責，

但到了第三輪，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政府卻委託給了北京師範大學環境

學院，第三輪報告的結論是「規劃總體基本合理」。評估報告受到了廣

州市人大代表和中山大學教授的質疑。他們質疑有關部門為何捨近求

遠，不選擇實力也在三甲之列的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而選

擇對本地環境不夠熟悉的北京機構。

但在2008年之前，關於南沙石化的報導僅限於極為有限的幾篇代

表官方立場的正面報導，而南沙石化的衝突和質疑聲音都沒有被媒體

報導出來。轉機來自「兩會」。2008年1月24日，廣東「兩會」的最後一

天，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環資委委員、省環保技術中心主任劉奕玲當場

聯合14位人大代表，其中多名廣東人大常委，實名建議「南沙石化項目

暫緩列入2008年重點開工計劃」。這種質疑旋即蔓延到稍後的廣州市及

周邊城市的「兩會」上，甚至在全國「兩會」上也引發軒然大波。這之後

本地媒體對南沙石化的報導迅速增多，尤其集中在2008年2月至4月

份，媒體對「南沙石化」的關注範圍也開始擴展，各方的立場都有比較

公允的呈現。

地方和全國「兩會」上對中科煉化項目的質疑聲，以及媒體的不斷

報導，將南沙石化事件傳播到香港。香港方面與廣東進行了多次溝

通，2009年初，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與香港特首曾蔭權共進午餐時，曾

蔭權再次談到煉油廠的問題，這讓廣東省委方面「被迫又進行了慎重的

考慮」，並最終決定把這個煉化項目轉移出去。4月29日，汪洋在廣州

會見科威特石油部長謝赫．薩巴赫時，正式明確表示南沙石化專案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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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異地重新選址。2009年7月10日，汪洋強調將中科煉化專案放在

湛江。本地媒體對這一事件僅僅進行了簡單的報導（事件詳細過程參閱

謝鵬：〈六百億石化項目遷離珠三角始末〉，《南方週末》，2009年9月9

日），此後，對湛江石化的質疑聲就再也沒有獲得傳播機會。

番禺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

番禺華南板塊是伴隨廣州城市南擴而發展起來的新興板塊，被稱

為廣州人的後花園，它有一個相對成熟的社區環境，這些社區的業主

論壇原本就是業主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平台。而更不容忽視的是，該

板塊內居住着為數眾多的媒體從業者，其中不乏媒體的高層管理者。

而且番禺與廣州大學城僅一江之隔，棲居於此的大多是廣州的知識分

子。這也就意味着當地居民在近用媒介上有着天然的社會資本優勢。

在2009年9月，番禺即將建立垃圾焚燒廠的消息被一位維權行動積極

分子知悉，他通過網絡搜索，認識到垃圾焚燒將帶來嚴重的環境污

染，於是他通過人際傳播、網絡論壇等方式聯繫了該社區居民，動員

展開垃圾焚燒廠的反建行動。4 同月，垃圾焚燒廠周邊10公里範圍內的

眾多樓盤社區居民紛紛發起了反建活動。社區居民自發組織，通過收

集簽名、集體上訪、行為藝術等多種方式發出抗議聲音。廣州本地媒

體最先開始積極介入，連續報導，使得「番禺垃圾門」引發普遍關注。9

月23日當「垃圾焚燒廠將動工開建」的消息傳出後，次日，《新快報》以

〈廣州番禺建垃圾焚燒廠遭30萬業主反對〉為題用兩個版刊登了這一消

息。之後，廣州的《南方都市報》、《新快報》以及電視台繼續跟進報

導，在9月底形成了關於番禺垃圾焚燒廠的第一個輿論高峰期。

9月底的一天晚上，在麗江花園的一個房間裏，舉行了第一次業主

討論，到場的十幾名業主有退休人員、媒體工作者，也有做外貿生意

和開工廠的，議題便是垃圾焚燒廠。之後，在10月份的時候，維權行

動者通過在網絡發帖、草擬倡議書、上訪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網友「海天一色」還向廣州各大媒體和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乃至中國

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打電話，呼籲他們關注此事，5 進行社會

資本的連結和動員。業主們的大聲疾呼逐漸得到社會的回應。10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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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學者李公明

紛紛表態，對政府決策的程式是否公正、透明表示了質疑。10月30

日，在媒體公開報導一個月後，番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專案召開情

況通報會。但這次通報會「感覺就是請一些他們認可的專家給媒體洗洗

腦」。通報會的結果更加催化了人們的反對情緒，10月31日至11月1

日，麗江花園等社區祈福簽名抗議不斷。

但當地媒體到2009年11月6日後卻集體沉默了一陣。這是因為在

11月6號，市政府下達了第一次關於番禺垃圾焚燒廠的報導禁令，要

求對於垃圾焚燒發電廠相關事宜暫不報導，知會廣州市有關方面將發

佈新聞通稿。在廣州市有關方面發佈新聞發佈通稿之後，《南方都市

報》之類的媒體還是進行了一些報導。因此，在11月初，關於番禺垃

圾焚燒廠的報導就由廣東省當地媒體轉移到全國媒體。報導篇數，在

中央級媒體、市場化媒體、地方媒體分別是10月的三倍、九倍和六

倍。其中，人民網從10月底開始建立「聚焦番禺垃圾門」輿情專題，《人

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首都主流媒體，在同一時期相繼以評

論、深度報導和縱深透析的形式，關注「番禺垃圾廠爭議中的決策與民

意」。6

全國性的輿論最終促成了這樣的結果：2009年12月10日，當地政

府提出番禺垃圾處理方式和選址將重新討論和論證，讓市民參與垃圾

處理專案選址論證和環評工作。20日上午，番禺區委書記譚應華在業

主代表座談會上表示，垃圾焚燒發電廠專案已停止，「以後垃圾處理以

某種方式落在甚麼地方，要形成共識，要大多數周邊的人同意才行，

這個比例要達到75％。」7 媒體將番禺事件稱為「公民的勝利」，但只要

環顧番禺及廣州周邊地區，就不難發現，那裏已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

燒廠並未獲得媒體關注。

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

六里屯填埋場由於設計處理能力與實際處理量之間的巨大差距，

導致部分垃圾由於無法及時處理而散發出陣陣惡臭，直接影響了周邊

地域的空氣品質，引發了附近居民的不滿。並且由於巨大的垃圾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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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它不得不在2014年左右封場，屆時海澱區將面臨垃圾無處消納的

難題。為解決此問題，海澱區政府擬投資超過八億元，新建包含兩台

日銷600噸垃圾的焚燒設備的封閉式垃圾焚燒發電廠，專案計劃2007

年3月動工，2008年底啟用。

在之前建設填埋廠的時候，政府曾經承諾100米之外聞不到氣味，

但後來的臭氣範圍遠遠超過了100米。基於對政府承諾的不信任以及對

垃圾焚燒所產生的二噁英致癌污染，六里屯頤和山莊、中海楓漣、百

旺茉莉園、西六建等社區，決定反對政府建立垃圾焚燒廠的計劃。這

幾個社區裏居住着不少高層人士，包括中央政府部門的離退休人員、

人大代表等。另外，六里屯周圍也有很多重要的科研單位、高等院

校、政府部門、商業公司等，這些都是六里屯居民維權的重要資源。

在2006年9月初，有六里屯業主從中國建設招標網上查到有關六

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專案的招標情況，居民中開始討論垃圾焚燒的污

染問題。11月初，北京市政協開始徵集提案，居民提議要反映六里屯

垃圾廠問題。12月份，《京華時報》、《新京報》等媒體對六里屯垃圾焚

燒一事進行了報導，但這時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媒體關注。2007年1

月，環保總局展開的第三次環保風暴，客觀上為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

建行動的傳播和被政府關注提供了政治機會。在2007年2至3月份，借

助於全國兩會政協委員的提案，有關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的發言得到熱

烈回應，成為「最熱精華」貼；稍後，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指出：群

眾提出質疑的專案不能上，這一來自國家官方的話語為六里屯垃圾焚

燒廠反建行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但即使在這一階段，六里屯事件的

媒體傳播依然很少。直至2007年3月底，《中華工商時報》對六里屯垃

圾焚燒項目進行了質疑，4月份開始，中央電視台、《中華工商時報》等

媒體對六里屯事件進行了報導。在2007年6月7日，國家環保局副局長

潘岳對新聞界通報，國家環保局建議北京市海澱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專

案在進一步論證前應緩建，隨後引發了媒體對六里屯垃圾焚燒建廠事

件的熱烈關注，紛紛給予報導或評論，如《中國證券報》（新華社主

辦）、《人民政協報》、《科學時報》、《華夏時報》、《北京青年報》、《財

經》、《南風窗》等。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8月2日在搜狐焦點網北京

站業主論壇上有人發帖，稱「昨天北京市委下發的宣傳要求」中明令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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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各媒體不得再提及與六里屯相關的報導（消息來源：http://house.

focus.cn/msgview/1354/96124302.html，2010年12月25日瀏覽 )，之後只

有《新京報》、《財經》等少數在京非當地媒體對該事件進行了短暫的關

注。2008年奧運會後，《北京晚報》報導稱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已完成環

評手續，六里屯居民被迫再次展開維權行動。

在整個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中，維權市民運用了體制內外

的各種方式，包括成立「拜訪組」、申請行政覆議、散步、利用環境日

表達訴求等方式。此間，他們積極地聯絡媒體以爭取社會關注和高層

權力的介入。他們通過私人關係聯繫媒體、邀請記者、寄送材料等，

促使其維權行動不僅獲得了北京媒體的報導，而且還有包括《南方週

末》、《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外地媒體也作了報導。

垂直型政體、制度性資本與衝突性議題的傳播

在「總體性社會資本」和「黨管媒體」的傳播體制下，制度性資本的

擁有程度決定了與媒體的距離，塑造了不同等級的傳播關係。黨政機

構掌控着重要的傳播資源，在絕大多數重要議題上具有傳播控制權；

其次是擁有體制身份的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因為與權力和體制的關

係，他們也有着普通公眾難以享有的傳播資源。尤其是對於敏感性議

題，國家權威的體制賦權更加能夠顯示其關鍵性意義。而獲取國家權

威的體制性資源，對公眾而言，連結到制度性社會資本便是一種重要

方式。

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連結與運作都依賴於制度結構。一種分裂的、

垂直型的威權主義政體，從根本上影響了制度性資本與非制度性資本

的運作機制、運作效用。垂直型政體塑造了制度性資本在衝突性議題

傳播中所具有的關鍵性作用。我們所分析的四個衝突性傳播案例都是

地方性的，由於地方政體相對的鐵板一塊以及「同級媒體受同級黨政管

理」的管理體制，使得當地媒體往往難以尋求到規避政治風險的專業主

義運作空間，衝突性事件借助於這種垂直型政體連結到更高層次的制

度性社會資本，才有機會獲得媒體的傳播機會，以及通過行政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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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壓力促使事件的解決。而分裂的政體則使得對高層次制度性社會

資本的連結成為可能。

近年來，「兩會」尤其是全國「兩會」，往往是衝突性議題從地方控

制走向全國性公共話語平台，是地方性、區域性議題公共化、獲得媒

介資源和近用機會的契機（夏倩芳、黃月琴，2010）。廈門反PX專案與

南沙反石化專案事件的傳播過程就充分證明了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重要

作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案例中，也是由於2007年的全國兩會才

帶來了此後媒體的大規模報導。我們的訪談對象媒體記者 J便是在北京

市兩會上開始關注六里屯事件的。8 同時，每次國家環保局所傳出的官

方信息、新聞界通報等契機，都會帶來媒體對六里屯事件的報導和跟

進，六里屯維權人士也通過拜訪、人脈關係等各種方式試圖連結到高

層次的制度性社會資本。全國兩會和國家環保局的官方話語形成了媒

體報導衝突性事件的新聞價值，同時規避政治風險。

兩會對於衝突性議題傳播的意義除了在於體制性的傳播管道外，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往往由於其自身的體制性身份而擁有優先接近

媒體的權力。作為擁有權威和聯繫的等級制結構的一部分，它們為行

動者─佔據者提供了接近其他行動者─佔據者的機會，以借取和交換

資源（林南，2005： 43）。那些有好的先賦位置的行動者也將有好的機

會獲取和使用擁有好的資源的社會關係（林南，2005：63）。相關研究

也證明了國內的政策精英容易接近媒體，他們只須要投入一定量的交

往時間就能與媒體人員產生良好的互動（朱旭峰，2006）。南沙石化案

例中的15位人大代表與廈門PX項目中的105位政協委員所具有的公共

性和顯著性推進了兩個事件的傳播。9 須要注意的是，在我們所研究的

四個案例中，制度性社會資本所發揮的作用並不相同。相對而言，南

沙石化對制度性資本具有一種強依賴性，因為當地村民缺乏充分的非

制度性社會資本。而在番禺垃圾焚燒案例和六里屯案例中，由於這些

案例都擁有比較豐富的非制度性社會資本，因此相對而言，它們對制

度性資本的依賴性就不如南沙石化那麼強。

衝突性事件傳播中的這種制度性社會資本因為是由制度所提供

的，所以也就受到制度的制約。佔據這種結構性位置者必須取悅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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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國家權威，以獲取這種制度性的身份標識和符號性證明，這些符

號性的證明反映了行動者與現行制度的密切關係（林南，2005： 190）。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位置所具有的權力是處於制度場域中，制度規

定了這種結構性位置的權力界限。這種制度場域的規則和慣例決定了

制度性社會資本的作用之制約性。對於衝突性事件而言，制度性社會

資本作用的發揮有着嚴格的制度制約，比如「位置」的制度賦予、特殊

的政治時刻（兩會期間）都制約着制度性社會資本發揮的作用。在我們

的訪談中，北京六里屯維權行動者就指出「如果不是在兩會期間，人大

政協就難以發揮作用」這個事實。10

中國媒介體制具有上下級別的控制關係以及與政體「錯級耦合」的

特徵，即媒體受到同級黨政的管理，但媒體可以代表同級黨政對下級

黨政進行監督。這一媒介體制依存於政體的垂直性和分裂性，它影響

了衝突性議題的傳播結構。在六里屯事件中，北京市屬媒體就難以對

該事件進行報導，或只能從政府立場進行報導。但對於非市屬媒體，

北京市「可能會用『建議』，那就看領導怎麼判斷了，如果覺得關係不是

很要緊還是可以報的。」11 它為一些非市屬媒體（如《新京報》、《財經》

等）對該事件的報導提供了制度條件。但非市屬媒體之所以能夠報導六

里屯事件，還跟中央高層的態度不明、以及國家環保局對六里屯反垃

圾焚燒廠的話語支持有關，正是中央與北京市在利益取向上的分裂與

矛盾才為六里屯事件的傳播提供了「制度容忍」，否則，如果中央機構

和北京市「鐵板一塊」，那麼即使有全國「兩會」的契機，六里屯事件也

難以獲得傳播機會 12。番禺案例亦然，2009年11月6日廣州市政府下

達了第一次宣傳禁令，「禁令說：對於垃圾焚燒發電廠相關事宜暫不報

導，廣州市有關方面將發佈新聞通稿。」13 但「媒體呢你不讓我在本地報

紙上發吧，我有其他的管道，是吧，跑到成都去發去，跑到上海發

去，跑到北京去發去」。14
 結果，11月初，番禺事件由本地媒體擴展到

全國媒體，甚至央視、人民網、新華社等媒體也進行了報導，報導數

量急劇上升，引發了全國性的輿論熱潮。另據訪談對象l介紹，媒體

跟禁令打擦邊球，根據政府的報導禁令，「就是在通稿下達前不能發

稿，但報後就可以啦」。15 廈門反PX案例中，由於地方政府的聯盟，導

致無論是省級媒體還是廈門市屬媒體都在該議題上失語。而國家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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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廈門PX項目一直沒有明確的支持，國家層面與廈門地方利益具有一

種分裂性，由此外地媒體才能夠介入廈門反PX議題的傳播中去，並以

國家話語的方式賦予廈門維權行動者以「公民」的意義。南沙石化專案

更是涉及到體制內部多元權力主體的分裂，比如廣州市與周邊的深

圳、中山等城市的利益矛盾，廣東省環保局與該項目的利益衝突，以

及香港方面與廣東省之間的利益博弈。這種分裂、多元的權力主體格

局給予媒體傳播衝突性議題的機會。

由於媒體嵌入在制度結構中，媒體的管理體制、等級建制與制度

結構具有同構性，這種制度結構將媒體依據與體制的距離而劃分為不

同的權力級別，擁有不同的制度性資本。那些傳統的官方主流媒體被

賦予「權威」地位，這些主流媒體附屬於體制，它們本身也是一種特殊

的權力機構，如孫五三指出的，是一種上級黨和政府對下級政府行使

監督的「治理工具」（孫五三，2002）。由此，這些主流媒體本身既是一

種制度性社會資本，它的傳播也是一種重要的連結和調動其他制度性

社會資本的途徑。衝突性事件能否獲得這些主流媒體的關注，在很大

程度上決定了問題被解決的可能性。與這些主流官方媒體相比，那些

市場化媒體和市民類媒體所擁有的制度性資本則相對較少。

維權行動者會尋求接近這些傳統主流媒體，以獲取連結制度性資

本的通道。許多案例證明了這些主流媒體在衝突性議題傳播和獲得高

層注意力上所具有的作用。石發勇 (2005)在對一個街區環保運動的個

案研究中，描述了這些主流媒體的垂直型關係網絡對於維權的意義：

在A 市，作為市政府機關報的《W報》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響。它

甚至建立了專門的「群眾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訪。維權行動者沈先生因

此極力向《W報》等媒體呼籲。由於A市政府近年來一直強調綠化建

設，《W報》因而調查了此一「毀綠」事件。後來該報和其他媒體連續對

該房產公司毀綠事件進行曝光。之後沈先生多次向該報甚至新華社A

市分社記者尋求支援，通過主流媒體的傳播，該街區連結到該市甚至

中央相關部門。在另一個案例中，我們也發現了嵌入在制度結構中的

主流媒體對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和解決的重要效果：Z省A市政府在H鎮

G村建的化工園區，給G村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一些致命性疾

病的爆發以及農作物受損。2003年到2004年，中央關於開發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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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G村及周圍村莊的村民提供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機遇。G村在維權

積極分子WZF、WXH、WZA等人的帶領下，開始了維權歷程。他們

運用了上訪、走關係、訴諸國家制度等各種維權技巧，他們也認識到

媒體的重要性，WZF等一行於2004年7月份北京上訪中，就通過在北

京某大學任教的同村老鄉WZG的幫助聯繫了多家新聞媒體，找過《農

民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京報》、中央電視台等。在回

到H鎮後，2004年8月到9月，維權積極分子繼續與相關媒體聯絡，並

向多家媒體寄送了舉報材料，如《中國化工報》、《中國環境報》、中央

電視台、《南方週末》等。經朋友介紹，《人民日報》和《中國化工報》的

記者相繼於9月份來到化工園區並寫了報導，但A市政府隨後進京與

《人民日報》社溝通，撤下了記者的報導。只有《中國化工報》於2004年

10月16日發表了〈南江，是誰讓你如此滿目瘡痍〉的文章，但該報僅僅

是一個行業報，而不是體制賦予的「主流媒體」，因此，文章發表後「政

府不緊張，因為她這個報紙沒有甚麼影響力。如果是黨報報導了的

話，它影響就大了，政府就開始緊張。」16
 直到 2004年11月18日，A

市上級政府B市的機關報《B市日報》報導了H鎮化工園區，問題才開

始被解決，但該報的報導恰恰是為了配合B市政府對於整頓工業園、

落實土地賠償等相關政策的實施（案例來自：高恩新，2008）。 

廈門PX議題在全國兩會召開之後首先由《中國經營報》進行報導，

但由於該報是行業報，並不具有「主流」媒體的制度身份，因此沒有產

生足夠的輿論壓力，直至《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瞭望東方週

刊》、《南方週末》、《鳳凰週刊》等媒體介入之後，才引起了全國性的輿

論關注，對廈門政府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北京六里屯事件中，2007

年4月15日至18日，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節目連續報導了六里屯

問題，報導不僅披露了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建設上存在的決策違規問

題，同時也關注了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風險問題。記者採訪了中

國環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數理統計室、北京工商大學清潔生產技

術中心以及氣象局的有關專家，從垃圾焚燒技術、環評報告中公眾參

與部分問卷調查的可信度、垃圾焚燒的危害以及六里屯地理環境的特

殊性等多個角度對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專案進行了報導。報導還介紹了

垃圾焚燒在西方一些國家被停建或限制建設的事實，呼籲中國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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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走西方國家的彎路。很多維權者是受到了該報導的啟發和鼓勵而

參與進來的。我們的一些訪談對象提及，他們有些人的家人以前不支

持參加維權，央視報導讓他們覺得維權是合法的，是上面支持的，因

而轉變了態度。17 番禺和吳江的維權者也多次提到央視這次報導的賦權

作用。

從垂直且分裂型政體中制度性社會資本的角度來審視衝突性議題

的傳播，我們可以發現當前衝突性議題的傳播遵循着相似的軌跡：普

通公眾的利益受到地方當局的侵害，在本地媒體受到地方當局控制的

情況下，衝突性議題無法獲得當地媒體的傳播機會。傳播機會的獲得

要走出地域的限制，對垂直型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連結便是一種重要的

方式。「兩會」是目前國內衝突性議題傳播的重要契機，但它並不能保

證進入兩會提案的衝突性議題就一定能被傳播。傳播機會的獲得還取

決於其他多種複雜的因素，首先是黨政高層對該議題的態度。如果黨

政高層對該議題沒有明確的表態或者站在公眾利益一方，那麼媒體就

能夠從中尋求到傳播機會，而如果黨政高層明確禁止媒體對該議題的

傳播，那麼基於「黨管媒體」的體制，衝突性議題便會失去所有的國內

傳統主流媒體的傳播機會；其次是該議題是否擁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存

量。全國「兩會」中有非常多的提案，只有極少數能夠獲得媒體報導。

議題中蘊含的社會資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該議題的顯著性與新

聞價值。除此之外，便是媒體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私人關係網絡等

非制度性因素。

制度性社會資本的作用範圍受到體制的嚴格限制，導致衝突性議

題的傳播具有很強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難以形成穩定的傳播途徑。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兩會等成為公眾可以依賴的極其有限的制度性社

會資本，也是他們能夠在體制的框架下進行傳播和維權的重要方式。

衝突性事件中的這類社會資本存量以及行動者的調用技巧，對於議題

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制度賦予的「位置」以及對制度場域的依附使

得這種社會資本難以為普通公眾所擁有，公眾必須通過各種策略性的

行動來爭取這種社會資本。各種策略性的行動便是非制度性社會資本

的運作方式。比較常態性的以非制度性社會資本來建立與制度性社會

資本之間的連結，體現了中國語境中社會資本運作的複雜性，即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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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所具有的相互滲透性。公眾的非制度性社會資本可以是現有的人

情關係，也可以是臨時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須要注意的是，在後者

的建構中，行動者也傾向於使用「合法化」的策略，比如六里屯案例中

的社會行動者所創造的「拜訪」的方式，便是一種與「上訪」不同的行動

合法化策略。這也說明了與制度性社會資本相比，非制度性社會資本

處於比較弱小的一方。各種非制度性資本依然是存在於政體的分裂空

間中，但有着與制度性社會資本不同的運作機制。  

制度縫隙、非制度性資本與衝突性議題的傳播

分裂的威權主義政體存在着制度縫隙，這是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

運作空間。非制度性社會資本主要有私人和團體的關係網絡、個人的

身份資源、行業的專業規範等，它們既依附於制度性資本進行運作，

又與制度性資本進行博弈。這導致了非制度性資本的生產性與遮蔽性

並存。依靠非制度性的關係網絡，衝突性議題可以連結到制度性社會

資本，進而獲取傳播資源，也可以連結到強勢群體，或在某些特殊情

況下單獨起作用，促使議題的傳播。在我們研究的案例中，這種非制

度性資本在衝突性議題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社會轉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從傳統的人情社會往正式的契約社會

轉變。但由於這一轉型過程尚未完成，正式的制度規則、社會規則尚未

建立起來，人脈關係具有發揮作用的空間。中國基於人情的私人關係運

作具有排他性以及非正式運作的特徵，它沒有被制度結構化，但卻在制

度的縫隙中運作。這種關係具有動態建構性，行動者能夠採用各種策略

來建立關係網絡。這種關係網絡是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主要形態。在我

們所研究的傳播案例中，都看到這種私人關係網絡的運作。

公眾若與媒體從業者擁有私人關係，便意味着他靠近了媒體的橋

樑位置。與媒體人搭建關係是非制度性資本運作的經常方式。我們前

面轉引的Z省A市G村的維權行動中，老鄉、朋友等私人關係在幫助他

們建立與媒體的關係中起了關鍵作用。在我們調查的四個案例中，維

權行動者都無一例外地通過各種人脈關係勾連媒體人，以促成報導。

六里屯事件中，《中華工商時報》最先介入報導，就是「大家找人」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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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8 受訪的媒體人YW也談到，他的一個朋友居住在六里屯，告訴他

垃圾難聞，儘管他說即使沒有朋友住在那兒他也會同樣關注此事，但

「朋友」這種私人關係畢竟提高了他對事件的關注度。他還指出：在報

社每天都會看到許多公眾寄來的材料，「他們一般都只看看信封，有認

識的就打開，沒有就直接讓打掃的人當廢紙收走了，所以六里屯的人

給媒體寄的材料很多可能也落入後一種下場」。19 將六里屯事件提案至

全國兩會上的人大代表周晉峰，便是因為他的朋友住在六里屯，為他

提供了線索。六里屯的維權行動者一直通過私人關係、「拜訪組」、新

聞熱線、寄送材料、邀請記者等方式來與媒體拉關係。雖然傳統媒體

的報導仍然很少，但比起北京其他社區的垃圾焚燒維權來說，六里屯

居民的努力畢竟使他們得到媒體更多關注。北京另一個同樣為垃圾焚

燒廠維權的高檔社區阿蘇衛，由於裏面有《中國日報》的私人關係，《中

國日報》曾幾次報導過他們的消息，在不能報導時，還幫他們打探消

息。20 番禺事件被大規模地報導，毫無疑問得益於有大批媒體人業主住

在那裏。

但這種人脈關係的運作因為要依附於制度性資本，調動起來有很

大的不確定性。即使在六里屯這種居民社會資本存量豐富、社會地位

較高的地方，連結到制度性資本仍有很大困境。六里屯維權初期，有

人聯繫了北京電視台《七日七頻道》欄目記者，被婉言拒絕；還有人聯

繫了《北京晚報》，但稿件最後在編輯那兒被卡了。有一個有點名氣的

電視台主持人也住在這個社區，維權行動者找到她希望幫忙疏通媒

體，可人家根本不敢參與。21《工商時報》能最先撕開媒體報導的口子

也有很大的偶然性。當時正逢該報高層權力交替，形成了管理漏洞，

再加上記者個人的能力，所以前期報導得以順利發出。然而，在國家

環保總局宣佈緩建決定，六里屯居民行動的合法性被確認之後，該報

卻未再持續報導反建行動，由於新領導已經上任，「不想惹麻煩」，記

者的稿子便被斃了。22 六里屯維權人士D表達了這種建立與媒體關係網

絡的艱難：

D：很多媒體記者，我們在最艱難的時候，我們主動去找他，都不

敢觸摸，後來越來越多的，我們說成了六里屯一日遊，一撥一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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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多了，這樣的講述真的是一遍又一遍，我們都覺得我們跟

祥林嫂一樣。23

除了搭建與媒體人的關係外，我們還看到，為了爭奪和維持媒體

的報導機會，番禺和六里屯案的行動者都採取了資訊補貼策略。他們

建立論壇，發佈資訊，組織能人翻譯國外文獻，給媒體提供垃圾焚燒

方面的知識和國外情況等。在番禺事件中，李坑是一個關鍵的新聞

點，「如果沒有李坑的話，番禺的事情蒼白很多」。24 李坑是被廣州公眾

挖掘出來的，業主親赴李坑進行調查，將調查的詳細經過以圖片和視

頻傳到網上。李坑垃圾焚燒廠2005年10月試運行，先後被評為國家重

點環境保護使用技術示範工程和廣東省市政優良樣板工程。但視頻材

料揭示出，李坑專案周邊村民癌症高發，自家菜地種的菜自己不敢

吃，都拿到廣州市區去賣。從這個號稱採用世界先進技術的垃圾焚燒

廠中出來的灰渣裏卻還有塑膠、鞋等未完全燃燒的物質。視頻中村民

說煙囪裏冒出的煙有時還是紅色的，村裏有錢的已經搬出去住了，「沒

錢就等死了」（尹瑛，2010）。李坑垃圾焚燒廠的狀況成為了番禺居民調

動媒體注意力的關鍵內容，為媒體報導提供了新聞線索和新聞價值，

同時也吸引了媒體的持續關注。25 但很顯然，這些策略本身是需要有能

力或精英層的公眾才可能操作的。 

商業企業組織對衝突性議題傳播的推動，在六里屯案例中也表現

得很明顯。六里屯周圍有一批大型商業組織，比如用友軟體園、漢王

科技、百度公司等能夠相對容易地建立與媒體的關係，它們可以通過

商業公關、私人關係等方式來搭建媒體關係，爭取傳播機會。比如用

友軟體園在一幢樓落成的時候就邀請了一批記者等等。26
 企業通過公

關和資訊補貼的方式，促使媒體報導衝突性議題，從正面的意義上

看，它能一定程度上突破被黨政系統壟斷的傳播資源。在長期跟媒體

打交道的過程中，一些社會組織（如環保組織）為了增強其傳播資本，

甚至還延攬了一批媒體從業者和專家加入，比如敬一丹就是「自然之

友」的會員。27
  

專家、知識精英也是重要的非制度性資本，處於橋樑位置，能夠

利用其身份資源為媒體報導提供合法性話語和提升新聞價值。在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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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專家都成為推動衝突性議題傳播和媒體議題建構的重要力

量。六里屯事件中，維權行動者積極地「拜訪」專家，積累專家資源，

爭取到了很多專家的支持。番禺事件中，當地媒體多次主動出擊，調

用專家資源，不斷地構建新聞價值，同時也降低了報導的風險。如在

2009年國慶長假過後，由於政府方面暫沒有新回應可以報導，喧囂一

時的議題被擱置，按照媒體的慣例，一個新聞熱點馬上要被另一個熱

點覆蓋。《新快報》於2009年10月14日主動出擊，邀請了廣東省政府參

事、廣東省政協委員和廣州市社科院的研究員一起，就番禺垃圾焚燒

項目進行討論，強調對於該項目的爭議不能只由官方說了算，28 形成了

又一個新聞熱點。與這三個案例相反，在成都彭州反PX事件中可以看

到，在缺乏石化專家權威的情況下，公民維權行動和媒體報導的無

力。成都作家冉雲飛曾在其博客中描述了這種從媒體到公眾都無力表

達的狀況：在4、5月全城熱議彭州石化期間，他曾試圖在博客裏扮演

類似於廈門連岳那樣的網絡推手的角色，但缺乏本地權威的化工專家

發聲，讓他感覺無力（夏倩芳、黃月琴，2010）。我們在觀察武漢垃圾

焚燒廠事件的過程中，曾訪談過一位武漢某報的記者，這個記者說他

為了做報導曾聯繫過多位當地專家採訪，但他們都不願意出來反對政

府決定的專案。29 由於缺乏知識精英的話語作為新聞價值支撐，突破官

方的話語壟斷，市民的抗爭在媒體上幾乎看不見。同樣的因素出現在

很多類似事件中。如李坑垃圾焚燒廠，直到被番禺事件牽連，為了作

為番禺的新聞點才出現在公眾面前。

但精英群體作為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前提，在於精英群

體之間出現分裂和博弈，媒體能夠利用精英群體的分裂，與不同精英

權力進行協商，從而尋找到傳播機會，而一旦精英群體之間具有利益

的同一性而結成緊密的聯盟，媒體就很難找到專業主義的運作空間。

廈門PX專案與當地房地產開發商之間有着利益衝突，而在成都反PX

事件中，大型國有壟斷企業中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間，就看不到這

種內在衝突的力量。儘管成都市民極力模仿廈門民眾行動模式，但地

方政府和國有壟斷企業之間已結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在這個政經同盟

面前，成都既不存在制約廠商利益集團的競爭和挑戰，又沒有足夠強

大的知識精英陣營和市民社會與之抗衡（夏倩芳、黃月琴，2010）。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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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非制度性資本無法找到縫隙，媒體也就無法對成都PX進行類似於

廈門PX的報導。廈門PX遷址漳州後，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漳州本

地缺乏精英資源，而廈門精英卻不再為漳州發聲，導致漳州在傳統媒

體上消聲了。在精英群體壟斷媒介近用權的情況下，弱勢群體若想獲

得更好的地位，就須要採取策略性行動。建立私人關係畢竟具有偶然

性和極其有限性，那麼以各種方式製造新聞以獲得媒體注意，便成為

弱勢群體的被迫選擇，比如集體行動、跑高樓和自殺等方式。30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在社會結構中擁有不同位置高度和社會資

本的群體，對媒體判斷新聞價值也具有影響。中國媒體的產業化改革

在部分釋放媒體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同時，也導致媒體受到商業權力

的約制，即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除了要依賴制度性資本獲得政治合

法性之外，還經常要考慮媒體對於擁有豐富社會資本的受眾群體的需

求。在六里屯和番禺事件中，這一點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從我們的訪

談中可以發現，六里屯周圍的高端人群、重要單位成為了媒體判斷新

聞價值的重要因素。在番禺事件中，幾十萬「高端讀者」成為媒體爭相

傳播的推動因素。「在同樣牽涉『公共利益』的相似事件中，不同的公眾

構成卻可能成為影響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公共利益』為媒體所見的重要

影響因素。或者說，不同社群對媒介市場競爭影響力的大小，影響着

與他們相關的公共利益對媒體的可見性的大小」（尹瑛，2010）。我們的

訪談對象說道：

W：因為這個垃圾焚燒廠（番禺），它一建在那裏，是跟周邊，大

概是有二三十萬居民受直接影響的。作為媒體來講，我肯定會關

注它，二三十萬高端讀者住在那裏，我為甚麼不去關注它啊？我

為甚麼不去做啊？肯定的，毫無疑問的。31

YW：它（六里屯）確實地理位置特殊，會影響到整個北京市，它

靠近香山，香山是朱鎔基住的地方，再往裏中央黨校，那是全國

省部級幹部、國家主席、總書記都要在那，你弄個垃圾廠在那兒

燒，甚麼意思。它的位置太特殊了，如果這個垃圾廠擱在河北，

我肯定不去管，沒啥意思。32

當廈門PX項目搬遷到漳州、南沙石化項目遷到湛江之後，不論是

標榜專業主義的媒體還是市場化媒體，都沒有繼續之前對廈門和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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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的報導，武漢盤龍城的垃圾焚燒廠事件也不能像六里屯和番禺那

樣得到媒體的關注，其背後的原因不僅在於這些地方缺乏全國人大代

表、專家院士等強勢社會資本，而且在於這些地方的「公眾」整體上處

於弱勢。

普通公眾難以連結到制度性資本，可以從社會資本的相關理論中

得到解釋。社會資本的運作具有同質原則 (homophily hypothesis)，即社

會互動傾向於在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特徵的個體之間發生，

從資源視角，這表明互動傾向於在等級制中相同或相鄰社會位置的個

體行動者中發生，異質互動的代價高（林南，2005： 38）。與這一原則

類似的是資本欠缺 (capital deficit)和回報欠缺 (return deficit)原則。資本

欠缺是指不同的投資或機會所導致的某一群體的資本在數量和品質上

相對不足（與另一群體相比較）的結果。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嵌入在不

同的社會等級制或社會網絡中，這些等級制或網絡促進或約束了其成

員的資本獲得。回報欠缺是指一定品質或數量的資本對於不同社會群

體的成員會產生不同的回報或結果（林南，2005： 98–99）。同質原則與

資本欠缺、回報欠缺原則共同導致了資本的不平等，即非制度性社會

資本也存在着一種類似于政治學意義上的「寡頭統治鐵律」（安德魯．

海伍德 [Andrew Heywood]，2008： 209）。即少數人掌握着大量的社會

資本，並且擁有充足的一般性社會資本的人群更容易推動衝突性議題

的傳播，他們掌握着相對於普通公眾和弱勢群體而言更多的傳播機

會。媒體更傾向於與社會地位高的群體互動，因為這樣能夠產生相似

數量的資源交換，帶來豐富的資本回報，而邊緣化弱勢群體。這種傳

播結構為市民社會空間中較高地位的群體近用媒介提供了機會。我們

的案例中能夠發現，商業組織、專家權威、精英人士、高端讀者等較

高社會地位的群體對於衝突性議題的傳播有明顯效用。

由於非制度性社會資本對制度結構的反抗性與依附性並存，導致

它促進衝突性議題傳播需要很多前提。首要的前提是他們與政府或廠

商的利益矛盾，缺乏這樣一種前提，這些社會權力就會缺乏一種行動

的主動性，甚至關係網絡中的某些強勢群體在他們與政府利益一致的

情況下，反而會維護政府權威，阻礙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就國家與社

會的關係而言，尤其是在威權主義國家中，社會權力並不一定是反抗

國家權威的，相反，各種勢力具有很大的結盟可能性。根據經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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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衝突性事件中，都可能由於強勢群體與政府結盟，將衝突性事件

的傳播空間壓縮到最小。在成都反PX項目案例中，大型國有壟斷企業

中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形成了緊密的聯盟，在這種情況下，中石油公

司成為阻礙衝突性議題傳播的強勢因素。另外，關係網絡的運作本身

就具有排他性，它在制度結構內的運作原則是「圈子」邏輯，即資源應

該首先分配給和自己最近的人。這種關係邏輯在某些情況下會基於「人

情面子」而促進議題的傳播，但更多時候也會基於同樣的邏輯而阻礙議

題的傳播，即通過關係網絡的方式「擺平」衝突性議題的傳播。並且，

從邏輯上來說，它更可能發生負面效應。因此能夠促進衝突性議題傳

播的關係網絡運作必須在制度結構內部，受制於很多權力的控制，而

阻礙衝突性議題傳播的關係網絡則一般不須要考慮這些問題。 

結語：「縫隙」間的傳播機會

制度性社會資本與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運作基礎是分裂的威權主

義政體，其間條條塊塊的矛盾為兩種社會資本的運作提供了空間。從

總體上看，制度性資本對於傳播發揮着關鍵性作用，它是阻礙社會衝

突性議題傳播的主導性力量。但它也能夠以行政層面的「上級壓力」、

合法性意義上的官方話語等方式為媒體的報導規避風險，並且可能促

使議題衝破地域性的限制，形成全國性的輿論，進而促進事件的解

決。非制度性社會資本以社會空間中非結構化的關係網絡為運作形

式，以政體的內部分裂、社會空間的釋放、媒體專業主義取向等為運

作基礎。在制度性資本匱乏的情況下，公眾如果能夠擁有足夠強大的

非制度性資本、有效的行動策略，能夠連結到制度性資本，也可能在

體制的縫隙間尋求到傳播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大陸新聞

專業主義的權宜性和「碎片化」。

制度性社會資本能夠在缺乏非制度性社會資本的情況下單獨發揮

作用，能夠促使衝突性議題進入體制性管道而得以傳播。但非制度性

社會資本如果離開了制度性社會資本的配合，則難以單獨發揮作用，

即使發揮了作用，也難以形成傳播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同地域有着

不同的社會控制程度和方式，行動者也會採取不同的策略。廈門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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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案例主要是制度性資本起作用，廈門市政府對媒體的嚴格控制以及

中央權威資源的缺乏，促使該議題的傳播首先只能借助於制度性社會

資本的管道，通過「兩會」的平台，才得以傳播出來。南沙事件也是通

過兩會的平台得以傳播的。而六里屯和番禺案例，非制度性資本所起

的作用就大於廈門和南沙案例，六里屯居民維權通過「拜訪組」、邀請

記者、資訊補貼等方式爭取傳播。而廣州番禺事件中，由於事件牽涉

到媒體人自身利益，因此行動者直接調動媒體資源，媒體與公眾之間

形成良好的互動。番禺案例之成功，也得益於當地市民社會比較發

達，媒體相對開放，非制度性資本才能得以有效運作。這是北京的六

里屯所不具備的。33

轉型期中國的社會資本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總體不分化的

狀態存在着，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但威權主義政體的內在分裂

性，導致不同資本類型的強勢群體之間有可能是分裂的，這為衝突性

議題提供了「縫隙」間的傳播機會。這個傳播「縫隙」的獲得在很大程度

上拜賜於非制度性資本的能動實踐，換句話說，「媒體以及新聞業在表

達和實踐專業主義的時候經常要與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權力進行協商」

（童靜蓉，2006）。 這種「縫隙」的獲得具有很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更

多的衝突性議題則是被各種權力所遮蔽。因此，在制度性資本佔主導

的傳播體制中，各種非制度性資本在體制縫隙間的運作，只能在局部

和微觀上改寫衝突性議題的傳播情狀。

四個案例研究發現，私人關係、商業組織或社會組織、個人的身

份資源等，是能推動傳播的重要的非制度性社會資本，但顯然，這些

社會資本並非普通的弱勢公眾都能擁有。所以我們看到，故事的結局

大多有人歡喜有人憂：廈門的PX項目被遷移到漳州；南沙石化被遷移

到湛江；李坑垃圾焚燒廠在運行了四年之後才被番禺事件牽連出來；

而在北京，規劃中的多處垃圾焚燒廠，政府被迫一再地修改規劃，「本

來說2011年要建成的是阿蘇衛和董村，六里屯和南宮是2015年，現在

連阿蘇衛都不提了，南宮已經開始招標了。原來是六里屯、南宮、阿

蘇衛；後來變成阿蘇衛、六里屯、南宮，現在變成南宮第一，已經開

始招標了。」34 政府朝着阻力最小，也就是非制度性資本最弱的方向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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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令我們擔憂，借助社會資本對於衝突性議題傳播的這種

運作邏輯，環境風險有可能更進一步由強勢群體向相對弱勢群體轉

移：從精英群體向普通民眾轉移，從城市向鄉村轉移，從大城市向小

城市轉移，從中心區向邊緣區轉移，從經濟發達區向欠發達區轉移。

我們也須要看到非制度性資本的這一面，警惕這樣一種社會不公。

為聚焦於研究主旨，本文的討論限於傳統媒體，暫撇開新媒體。

無疑，網絡在這些事件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網絡已是公眾對抗制度

性力量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衝突性事件的傳播中起着不可忽視

的推動作用。但就傳統媒體而言，雖然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傳統媒

體的管制架構基本未變，傳統媒體與政治經濟勢力的關係未有根本改

變，傳統媒體自身所具有的結構性力量沒有被根本削弱，其運作機制

仍然沒有根本改觀，仍然主要受限於制度性力量，網絡的推力仍只是

輔助性的。且對於我們理解和探討中國傳播結構中的制度力量與非制

度性力量的博弈關係而言，對於我們把握國內傳媒制度的真實景況而

言，傳統媒體顯然是更富效力的。因此，暫懸置網絡的探討不影響本

文討論的有效性。對於網絡在衝突性議題傳播中的運作機制，我們將

另撰專文討論。 

註釋

1. 社會衝突是種常態性的社會關係狀態。但長期以來，中國與前蘇聯統治集
團之意識形態一向視衝突為對「規範」的背離，而這種「規範」就是「所有社
會集團、階層和公民的意識和利益的完全統一」（斯捷潘諾夫，1996；轉引
自夏倩芳、張明新，2007），這種方法論無疑地賦予衝突以反結構的含義。
由此，中國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新聞學都習將衝突看成是政治的負面效
果，新聞報導中盡量規避客觀地呈現衝突性議題（夏倩芳、張明新，2007）。

2. 關於社會資本的類型劃分，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學者基於不同的研究需
要而對社會資本的類型進行不同的劃分，劃分方式大致是從微觀和宏觀兩
個角度。微觀層次的劃分是從個體的關係網絡形態進行的，代表性的劃分
方式為「黏合」社會資本和「橋樑」社會資本（轉自石發勇，2008）的劃分，
在此基礎上，哈佛大學武考克（Michael Woolcock）教授進一步提出了「鏈
結社會資本」的概念（Szreter1 & Woolcock, 2003；轉自石發勇，2008）。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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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層次的劃分則主要是從「國家與社會」的視角進行，着眼於國家與社會
的不同規範，比如世界銀行所提供的研究中有學者將社會資本劃分為「政
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克拉克，2003；燕繼榮，2006： 117），
美國杜克大學克里希納（Anirudh Krishna）則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性社
會資本」與「關係性社會資本」（克里希納，2005；燕繼榮，2006）。此外還
有「個人社會資本」與「團體社會資本」（燕繼榮，2006）、「網狀社會資本」
與「柱狀社會資本」（帕特南，2001： 203；燕繼榮，2006： 121）等。此
外，林南將社會資本區分為「政治社會資本」與「一般社會資本」（林南，
2005： 105–107），也大致可以歸為宏觀層次的劃分。

3. 廈門反PX專案事件、南沙石化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
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的案例來自於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專案《現
代傳媒與社會風險控制》（批准號：07JJD860215，夏倩芳教授主持）課題
組成員的採集。具體為：黃月琴主要負責廈門、漳州、彭州事件的採集；
尹瑛主要負責六里屯、番禺事件的採集；袁光鋒、陳科主要負責南沙、番
禺事件的採集。本文中的四個案例描述部分來自：夏倩芳、黃月琴：《社
會衝突性議題的媒介建構與話語政治：以國內系列反〈PX〉事件為例》，載
於《中國媒介發展報告》2010年卷，武漢大學教育部文科重點基地出版；
黃月琴：《國內系列反石化運動的媒介建構》，2010年武漢大學博士論
文；尹瑛：《傳播與行動：衝突性環境事件中的公眾參與》，武漢大學
2010年博士論文；以及阿達嬪：《番禺〈垃圾門〉事件的傳媒介入觀察》，
南方報網。

4. 參閱：劉子超：《13億中國公民─中國社會推動者》，《南方人物週刊》，
第2010001期。

5. 《廣州數百人排隊領信訪號碼反對建垃圾焚燒場》，鳳凰網，http://finance.

ifeng.com/huanbao/special/lajichuli/hbcs/20091126/1511631.shtml。
6. 阿達嬪：《番禺〈垃圾門〉事件的傳媒介入觀察》，南方報網。
7. 佚名：《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專案因居民反對停建》，科技網，http://www.

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0-02/01/content_152416_3.htm。
8. 2009年11月5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從業者 J。
9. 2009年11月24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廣州媒體從業者Z。
10. 2009年11月7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Y為北京六里屯環保維

權參與者。
11. 2009年11月3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媒體從業者F。
12. 2009年11月14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記者。
13. 2009年12月16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廣州某媒體從業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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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9年12月18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番禺廣州碧桂園業
主雲遊。

15. 同上註11。
16. 轉引自高恩新2008年1月22日訪談記錄。
17. 2009年11月14日北京媒體人訪談資料。
18. 2009年11月12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從業者。
19. 同上。
20. 同上。
21. 2009年11月7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H、Y、C均為北京六

里屯環保維權參與者。
22. 2009年11月13日課題組成員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記者。
23. 2009年11月4日課題組成員尹瑛訪談資料，訪談對象D為北京六里屯環保

維權參與者。
24. 2009年12月18日課題組成員尹瑛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廣州媒體人。
25. 番禺垃圾焚燒廠的建設遭到業主們的強烈反對，很大程度源自既成事實的

「李坑」噩夢。2000年，廣州市決定要在永興村附近建李坑垃圾焚燒發電
廠。村民反對激烈，沒有村幹部願在約152畝的村集體土地徵地協議上簽
字。白雲區龍歸鎮政府越權代替村委，在2001年6月14日與廣州市市容
環境衛生局簽了徵地協定。2002年12月18日，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正式
開建。在村民的反對聲中，於2005年11月14日試運行，2006年正式運
行。2005年至2009年，這個8,000人的村莊，先後有42人因癌症死去，
時間集中在2006年以後，死於鼻咽癌、肺癌等呼吸系統癌症的村民高達
36人（參閱《廣州數百人排隊領信訪號碼反對建垃圾焚燒廠》，《中國新聞
週刊》，2009年11月26日）。但反對李坑垃圾焚燒廠建設的聲音一直沒有
能夠進入媒體的議程，在番禺垃圾焚燒廠之前，媒體對於李坑垃圾焚燒廠
的報導都是從正面的角度進行的。在番禺垃圾焚燒廠的質疑聲音被媒體傳
播之後，李坑垃圾焚燒廠才得以作為印證番禺垃圾焚燒會致癌的證據獲得
了媒體的關注。

26. 2009年11月12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媒體從業者YW。
27. 2009年11月5日課題組成員的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媒體從業者 J；2009

年11月7日訪談資料，訪談對象Y為北京六里屯環保維權參與者。
28. 石勇〈番禺垃圾發電廠爭議不能只由官方說了算〉，《新快報》（2009年10

月14日），A02版。
29. 尹瑛2009年1月14日對武漢媒體記者的訪談。
30. 2009年11月5日課題組成員尹瑛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從業者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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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09年11月24日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廣州媒體從業者W。
32. 2009年11月12日訪談資料，訪談對象為北京媒體從業者YW。
33. 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不同案例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也會影響媒體報導

框架的建構，進而影響該議題的公共性效果，比如媒體對於廈門PX的報
導就採用了「衝突─行動」框架、「風險知識」框架、政府治理框架、政
治價值框架等，而對於成都PX的報導則採用了比較單一的風險知識框架

（夏倩芳、黃月琴，2010）。

34. 2009年11月，課題組成員尹瑛訪談，訪談對象為北京維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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